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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和土司遗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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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管控，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体系，推动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

与发展，历代王朝 “大一统”政治理念得以实践并最终形成。土司地区修建的城池、衙署、寺庙、宗祠、

街道、墓葬等建筑，是土司制度的物质文化载体，保护、利用这些土司遗产，对于理解土司制度和土司

文化的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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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
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即由

中央王朝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地方官员，并通

过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治理，从而达到控制少

数民族地区的目的。

土司制度的推行时间为元、明、清三代，推行

的空间主要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学者认为，

“土司制度为早期明王朝独创，是中央王朝次一级的

地方政府制度，它旨在使汉族政府的统治能在名义

上扩展到北京以外的非汉族民族地区中去。”［１］土司

制度并非明朝的独创，土司制度创始于元，推行于

元、明、清时期已成为学界共识；中央王朝推行土

司制度的目的也并非汉族政府将统治扩展到民族地

区，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清朝是满族建立的

政权，并非汉族政府；元、明、清中央王朝推行土

司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

有效的管控。土司制度的重要特征为间接统治，但

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控制并非完全的间接统治，

而是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相结合，流土并治是土司

制度推行时期的常态。此外，还要分清楚土司制度



的指导思想与土司制度的实质，有学者指出，“‘因

俗而治’是明清统治者根据土司地区少数民族实际

情况制定的民族政策”［２］；还有学者认为，“土司制

度的核心问题是以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土官，其实质

问题是 ‘以夷制夷’”［３］。 “因俗而治” “以夷制夷”

和 “齐政修教”等都是中央王朝实施土司制度的指导

思想，并不是土司制度本身，更非土司制度的实质。

弄清楚土司制度的概念与特征有利于理解土司

制度，土司制度的推行，使元、明、清时期中央王

朝对西南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管控，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的管理体系，

推动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推行土司制度的过程，是中央王朝与土司地区相互

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带有多元双向的特征，即中

央王朝认同各少数民族地区首领对辖区治理的权力，

少数民族首领必须接受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这些

少数民族首领纳入中央政府的职官体系，这一时期，

中央王朝推行二元制的职官体系，既有土司等少数

民族首领的世袭土官，又有中央王朝派出的流官。

上述内容是土司制度的政治价值，除此之外，

土司制度还有文化价值、经济价值、遗产价值等。

在土司制度推行时期，在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地区

的互动与博弈中，产生并发展了土司文化。土司制

度推行时期，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通过贡赋、

征调、回赐等形式往来，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

展。土司制度推行时期，土司地区修建的城池、衙

署、寺庙、宗祠、街道、墓葬等建筑，是土司制度

的物质文化载体，许多遗迹保存至今，是土司制度

的遗产价值。研究土司制度的政治价值、文化价

值、遗产价值等，有利于理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形成的过程，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一、土司制度：区域管理的新模式

历史上，中央政权管理地方的行政体制主要有

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周代的分封制并不利于构建

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

地方推行郡县制，把地方的权力纳入中央王朝统一

管理体系之内，秦朝成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

权的国家。然而，郡县制也有局限性，受时代和区

域的局限，其指导思想本身也有局限性，“秦始皇

创立的郡县制，为历代所承袭，迄至清代，直至当

代，已延续２０００多年，足以证明郡县制有恒久的
生命力。但是，秦所创立、清以前历代沿用的郡县

制存在严重的缺欠，既郡县制也贯彻了 ‘华夷之

辨’的思想原则。”［４］历史证明，并非所有的历史

时期、所有区域都适合郡县制。

自秦朝开始，历朝历代为构建统一的中央集权

的多民族国家的努力都是 “大一统”思想的具体

实践。秦汉时期，对中原地区完成了统一，安边制

夷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在具体的实践中遇到诸多

问题。“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前提是 “犯”，

如果边远的少数民族并未侵犯中央王朝，则听之任

之两相安了。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比

较大的政权就有夜郎国、滇国等，“西南夷者，在

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西有滇国，北有

邛都国，各立君长”［５］。唐宋时期，在西南地区有

南诏国、大理国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少数

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与中央王朝并立，并未纳入

中央王朝统一的管理体系。

元朝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

实行 “西南夷诸溪洞各置长官司，秩如下州。达鲁

花赤、长官、副长官，参用其土人为之”［６］的职官

政策，官分流、土，武职设置了宣慰司、宣抚司、

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文职设土府、土州、土

县等，从此，这些民族地区纳入中央的统一管理体

系之中。“自元代施行土司制度以后，边疆民族地区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分裂割据政权……元、明、清王

朝及民国对边疆民族地区得以有效统治和长治久

安。”［７］由此可见，土司制度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

建中的价值。“元朝统一规模比汉唐两代更大，疆域

也更辽阔，元朝所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对中

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８］元朝开始在西

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自此之后，元、明、

清三代西南地区再也没有出现少数民族割据政权，

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并最终形成。至

清代 “成功地建立了空前 ‘大一统’的多民族国

家”［９］。在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中，作为治国思想的

“大一统”政治理念不断付诸实践，最终形成了统

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作为

区域管理新模式的土司制度价值不容低估。

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不仅包括国

家成文制度，而且也包括土司成文制度以及土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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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民间制度。”［１０］从土司制度的行政主体来看，

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的统治者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

区推行的特殊制度，土司地区的民间制度是否属于

土司制度，还有待商榷。还有学者认为，“土司制

度归根到底只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制度的一

部分，绝不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制度。总之，土

司制度是中国的中央王朝统治其他民族的政治制

度，而且是地方行政制度。”［１１］既然土司制度是中

央王朝统治其他民族的政治制度，施政主体是中央

王朝的统治者，土司制度到底是中央层面的管理制

度，还是地方行政制度？值得思考。我们认为，土

司制度与郡县制度的性质一样，都是中央王朝管理

地方的政治制度，是中央王朝管理地方的新模式，

因此，土司制度不应算作地方行政制度。

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有些国外学者将土司制

度比附于西方的殖民统治，这是对土司制度的严重

曲解，由此很可能会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土司制度是中央王

朝在 “因俗而治”思想指导下，在西南等少数民

族地区推行的行政管理制度，是王朝对地方管理体

制的创新，与西方的殖民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土

司制度推行的区域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该区

域本身属于王朝国家，土司制度相对于之前的羁縻

制度等只是管理方式的变革，实施的区域是国内，

目的是加强对国内民族地区的管理。西方的殖民活

动本质是掠夺，在海外拓展殖民地的目的是为了掠

夺资源、垄断市场等，本质是对殖民地的侵略。

“与前面提到过的劳拉．赫斯忒特拉一样，乔荷曼
也用了 ‘拓殖’ （Ｃｏｌｏｎｚｉａｎｔｉｏｎ）这一近年来在西
方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热点名词来表述贵州帝制

时代的国家化过程，明显带有比附西方殖民主义全

球扩张进程的叙述色彩。”［１２］土司制度与西方的殖

民扩张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点应该引起土司制度

研究者的高度重视。ＪｏｈｎＥＨｅｍａｎ的文章 《帝国

势力深入西南：清初对土司制度的改革》中将清

代土司制度的改革比附于英国、荷兰殖民统治的策

略，只是将两种现象对比，并未考虑两者本质的不

同，“西南的清朝官员帮助土司 （精英）的从属成

员和非精英民众与土司对抗的情况并不会引起我们

的惊讶。ＦｒａｎｃｉｓＪｅｎｎｉｎｇｓ在对美国殖民主义的研究
中，描述了英国王室曾试图保护 ‘印第安人在他

们领地上的所有权’，于１７６３年颁布了一个宣言声
称承认印第安人与 ‘好战的殖民者’之间的界线，

而且任何集团都不容许侵犯这条界线。同样，通过

ＪＳＦｕｒｎｉｖａｌｌ对缅甸与荷属印度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Ｉｎｄｉ
ａ）关系的比较研究，发现１８７０年至１９００年间的
荷兰政府，即被称为荷兰殖民主义的 ‘自由系统’

（Ｌｉｂｅ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期间，曾试图保护当地人民 ‘免

受他们的首领 （他们正是）为荷兰种植园主的代

理人侵犯’。”［１３］将土司制度与殖民主义的某点现

象做简单的比较，比附他们的共同特征，而不考虑

两者的实质，忽略了土司制度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

价值，作者的目的显然是不言而明的。

土司制度的政治价值还表现在土司制度推行期

间，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增强。土司地区的国家认

同是对中央王朝的认同，认同的特征是多元双向的，

即土司地区对中央王朝认同，中央王朝也认同土司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认同土司地区是中央王朝

的有机组成部分。“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实质是这些

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１４］元明清时期，

土司制度推行了六百余年，这一时期，土司地区的

国家认同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土

司地区的国家认同最初是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的上层

即土司贵族对王朝中央的认同实现的，土司制度推

行期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主体逐渐由

少数民族贵族演变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下层民众。雍

正朝改土归流，许多地区的土民纷纷向地方督抚请

求改土归流，自愿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土民的国

家认同大大增强，土司已经得不到土民的支持。土

司制度的推行，有利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

多元是各民族个性和特色的表现，一体则是各民族

形成民族共同体的趋势，“多元是指统一多民族国家

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色，也就是各

民族在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所具

有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是指各民

族在共同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

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的趋势。”［１５］

当前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历史上的土司制度

有本质区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发挥少数民族当家

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

族关系有重大作用。土司制度是土司贵族在少数民族

地区的专制统治，二者有实质的区别。但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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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司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指导思想和某些

形式上是一致的，如都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少

数民族地区推行的管理制度，两种制度所实施的区域

也都是统一国家不可分裂的一部分，中央对少数民族

地区也都 “因俗而治”，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研究土司制度的指导思想和管理模式，对于今天我们

国家更好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构建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重要价值。

二、土司文化：民族文化的新发展

土司制度推行期间，土司地区的民族文化与土

司制度发生关联，产生了土司文化，这些文化对土

司地区的民族关系、社会秩序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土司文化有其时空界定，时间为土司制度推行时

期，空间为土司地区，土司文化根植于土司制度，

是民族文化与土司制度结合的产物。关于土司文化

的定义，李世愉先生认为，“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

创建和推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

并总结出两点认识：“第一，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

推行过程中出现和存续的一种历史现象。第二，土

司文化不能简单等同于民族文化、乡土文化。”［１６］

土司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土司文化不但有别于中原文

化和官方文化，还有别于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

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产生了土司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土司文化在

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时期产生，土司文化产生于民

族地区，根植于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具有民族性、

开放性、包容性等特征。

土司制度创建之前，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就存

有许多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许多民族文化一

直存续于土司制度推行时期，但与土司制度没有关

联的民族文化不能算作土司文化，只有当这些民族

文化和土司制度发生关联，附带上土司制度的某些

特征，这些民族文化才能被认定为土司文化。摆手

舞是土家族的民族舞，关于摆手舞的起源，有多种

说法，从摆手舞的动作来看，摆手舞起源于土家族

人民的生产生活，在土司制度创建之前，湘西土家

族就有跳摆手舞的习俗。土司统治时期，土家族在

跳摆手舞这种大型民族文化活动开始之前，首先要

祭祀已故土司，然后才能跳摆手舞，目的是强化土

家族人民对土司的认同感，强化土司的专制统治和

权威。摆手舞作为土家族传统的民族舞与土司制度

发生关系，这一时期，摆手舞成为土司文化的一部

分。有意思的是，改土归流后，进入到土家族地区

的地方官禁止当地人民跳摆手舞，理由是男女摇首

摆项，有伤风化。“土民跳摆手舞前不再祭祀已故

土司王，流官对土民跳摆手舞也就听之任之了。摆

手舞从土司时期的土司文化演变成土家族地区的民

族文化，摆手舞得以演变、传承。”［１７］摆手舞经历

了从土家族的民族文化演变为土司统治时期的土司

文化，改土归流后再次回归民族文化的历程。

咂酒起源于唐代的蜀地，传播到西南少数民族

地区。土司统治时期，咂酒成为土司待客的专用

酒，“土司有亲宾宴会，以吃咂抹坛为敬。咂抹云

者，谓前客以竿吸酒，以巾拭竿，请客饮也。”［１８］

咂酒的民族习俗成为土司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关于

咂酒的起源，许多土司地区的民众更愿意相信咂酒

起源于土司抗倭。土司抗倭，列队出征，土司为士

兵壮行，每名士兵咂酒一口，“与其相信土家族咂

酒习俗起源于唐代以前的蜀地，莫若相信土家族咂

酒习俗来源于土司抗倭的历史。”土家族人民 “将

咂酒的起源与土兵抗倭的伟大胜利结合起来”［１９］。

抗倭中土司官兵的胜利，是土司和土家族人民忠于

王朝、对国家高度认同的结果。把咂酒的习俗来源

与抗倭出征联系起来，是土家族对民族历史文化选

择性记忆的结果。改土归流后，地方官在土家族地

区推行乡饮酒礼，咂酒习俗逐渐消失。

土司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特征，摆手舞和咂酒

这些民族文化，产生于土司制度创建之前，本质上是

民族文化，并非土司文化，当这些民族习俗与土司制

度发生关联时，这些民族文化就转变为土司文化。

土家族有过 “赶年”的习俗，根据罗维庆先

生的考证，明代在湖广设置卫所，土家族士兵要轮

流到卫所戍守，士兵轮值的日期为正月初一，为按

时赶到卫所，士兵要提前出发，土家族就有了过

“赶年”的习俗。［２０］这种民族习俗与土司制度有

关，成为土司文化。抗倭战争的伟大胜利给土家族

人民带来了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与咂酒习俗一

样，土家族地区的民众更愿意将过 “赶年”的习

俗与抗倭战争联系起来，突出表现了土司地区对国

家的认同，体现了历史时期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

据李世愉先生研究，云南等地土司到北京朝贡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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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安置地象房所在的街道被称为象来街，一直到

今天，云南的景东人，“很多并未到过北京，但他

们都知道北京有个象来街。”［２１］少数民族地区对国

家的高度认同感一直持续到今天。

土司制度实施期间，土司地区的民族文化与土

司制度相关联，土司制度推行之前的一些民族文化

由于增添了土司元素，转型为土司文化，如上文提

到的土家族的摆手舞和咂酒习俗等；在土司制度实

施期间，还产生了一些与土司制度相关的民族文化，

如上文提到的土家族过 “赶年”习俗、土司的朝贡

文化等，这些土司文化成为边缘地区与中央王朝沟

通的桥梁。土司文化大大增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国

家认同，对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有较大的价值。

研究土司文化，对于理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的过程，认识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形成的爱国主义优

良传统，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国

家的凝聚力有重要意义；对于理解不同族群文化交

流的特征，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重要影响。

三、土司遗产：物质文化的载体

土司制度推行期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修筑了大

量的城池、官寨、衙署、庄园、墓葬、寺庙、宗祠等

建筑，这些建筑是土司制度的物质载体，是土司制度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物见证。许多土司建筑留存

至今，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截至２０１４年，土司
遗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２０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６２处，合计１０１处。［２２］

这些土司遗产 “共同见证了古代中华帝国发展

史中独特的 ‘土司制度’及其管理理念，展现了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与思想交流，

及逐步树立对统一国家的理解和认同的途径。”土司

系列文化遗产见证的土司制度对 “推动社会整体发

展、保障国家长期统一，维护族群文化多样性传承

具有重要意义。对全人类关注文化多样性保护及族

群间的交流与共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

义。”［２３］土司系列遗产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

意义。土司系列遗产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发展

过程中有力的物证，土司制度 “所包含的各民族文

化的共同繁荣及有效兼容和协调发展的思想，直到

今天仍然是世人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２４］土司制度

对于今天国内和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

系，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仍有重要的启示。

２０１５年７月４日，湖南永顺土司城遗址、湖北
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中

国土司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这三处遗产都

是典型的山地民族聚落，内部建筑包括吊脚楼、院

楼、街道、城墙、寺庙等，都遵循 “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的原则，木材、石材都是城址附近所产，

永顺老司城内部的街道以及城墙所用鹅软石均取材

于城边的灵溪河，海龙屯和唐崖土司城的城墙、关

口所用石材取材于附近山上的采石场。除就地取材

之外，这些建筑样式也包含了许多民族文化的元素，

永顺老司城祖师殿后的皇经阁就是土家族吊脚楼的样

式，海龙屯新王宫遗址也能看出带有黔北民间院落的

特征，这些都体现了土司制度 “因俗而治”的特点。

土司遗产还见证了中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

传播，唐崖土司城内有一座石牌坊，明朝天启年

间，土司覃鼎奉王朝征调，带领土兵平定叛乱，明

熹宗授书 “荆南雄镇、楚蜀屏翰”的奖励，石牌

坊据此而建，石牌坊正反两面雕刻了 “荆南雄镇、

楚蜀屏翰”八个大字，显示了土司对中央王朝的

认同，牌坊还雕刻有土王出巡的图案，表明了土司

在该区域的统治权威。除此之外，牌坊上还雕刻有

中原地区流行的哪吒闹海的图案，在牌坊两侧的小

门上方雕刻有渔樵耕读的图案，反映了中原文化在

土司地区的传播，是多民族文化友好交流的实物见

证。《第３９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议摘要》指
出，土司遗址是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与中原传统完美

融合，体现了不同文化价值间的相互交流，见证了

古代中国的中央统治策略。

土司系列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价值，是西南

地区推行土司制度有力的实物见证，体现了中央王

朝 “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展示了在土司制度推

行期间，中央王朝与西南各民族在民族文化和国家

认同方面的思想文化交流，由此，多民族统一的国

家得到巩固，并最终形成。全国７００余处土司遗产，
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仅有１０１处，不到七分之
一，保护土司文化遗产，任重而道远。代表中国申

遗成功的三处土司遗址的利用以旅游开发为主，历

史文化资源与旅游相结合，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与

经济价值都应得到应有的重视，保护是利用的基础

和前提，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国家文物局发文 《关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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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保护管理工作的函》，

重点强调 “应严格按照世界遗产操作指南相关规定，

正确使用世界遗产标志。完善遗产展示体系，科学严

谨地向游客和当地利益相关者阐释遗产价值和保护知

识，不断提升社会各界保护意识。抓紧制定遗产旅游

管理战略，分区、分时核定游客承载量，制定相应的

游客管理措施，避免过度开发和商业化趋势。”

四、结语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等

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特殊的管理模式，土司制度推

行的指导思想为 “因俗而治”，土司制度推行时

期，西南等地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大大增

强，历代王朝构建多民族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努力

得到巩固、发展并最终完成，“大一统”的政治理

念得以实现。将土司制度比附于西方殖民统治是完

全错误的，土司制度与西方殖民统治有着本质的区

别，土司制度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我国国内少

数民族地区推行的行政管理制度；而殖民主义的本

质则是侵略，是对本国领土以外地区和国家的经济

掠夺和政治侵犯。研究土司制度的指导思想和管理

模式，对于今天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时期，在土司地区产生了

土司文化，土司文化对土司地区的社会秩序、民族

关系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增强土司地区的国家

认同有着重要意义。土司系列遗产是土司制度的物

质见证，表现了中央王朝 “因俗而治”的统治理

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利用土司文

化遗产开展旅游、发展经济必须遵循 “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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